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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民主生活 
——杜威与哈贝马斯民主观的比较研究 

 

肖小芳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杜威民主理论的特色在于将民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大共同体”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理想。通过分析

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实践中的功能，哈贝马斯集中阐释了商议民主与交往权力以及法治的相互关系。守护民主生

活是杜威和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共同旨归。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与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 哈

贝马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杜威的理论主张。批判性地反思杜威与哈贝马斯民主观遭到的现实挑战，对于我们

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共同体；教育；交往行为；商议民主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8)03−0018−07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十分注重对以皮尔斯、米德、

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考究与批判，他

将这种美国实用主义视为新黑格尔主义的激进民主的

分支，从而为其开辟普遍语用学的路径并建构交往行

为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就杜威

与哈贝马斯的民主观展开比较研究具有可行性。在杜

威看来，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

活方式。哈贝马斯批判性地审视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

理论，通过分析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实践中的公共性

和批判性功能，阐释了商议民主与权利、自主、权力

以及法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与

杜威实用主义民主观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旨在

通过比较研究，厘清杜威与哈贝马斯民主观产生的背

景、核心思想以及他们的共同之处，剖析哈贝马斯如

何在杜威实用主义民主观的影响之下丰富和拓展杜威

的政治哲学思想，并分析他们的理论主张遭到的现实

挑战以及当下的现实意义。 

 

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与杜威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之间的亲缘性 
 

基于对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诊断，杜威期 

待民主能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个体学会

在与共同体中的同伴的交往中寻求一种有意义的存

在。哈贝马斯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诉

诸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共同体，旨在

通过释放交往理性的潜能，借助法律这一主要社会整

合力量，恢复金钱、权力和团结间的平衡关系。哈贝

马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杜威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商议

民主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观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批判方式：把握时代脉搏，寻求解决方案 

杜威在物种起源理论和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之下，

指出哲学的生命力在于为人的现实日常生活实践服

务，指导人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他尤其关注如何改

善社会中下层大众的生活状况，对民主的理解较为宽

泛，探讨了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和政治民

主。本文无意于全方位地解读杜威的民主思想，而是

聚焦杜威民主思想的创新之处，即作为生活方式的民

主。在杜威看来，“民主在人类的态度中被表达，并借

助人类的生活中产生的结果来衡量它。”[1]人类作为有

理智的存在物，通过分析因果关系和预期结果，能够

控制环境和重构经验。经验即生活，经验就是有机体

与环境不断持续作用的产物，民主就是一种共同的交

往的经验。在形成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目的的价值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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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每个成熟的社会成员能够有机会自由地参与到

公共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又能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

供必要的条件。民主意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民主将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生活方式。“它要求不

同的个人行为和影响深远的文化重建——思维和行为

习惯的深刻变化、联合和互动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及个

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深刻变化。”[2]内在的作为生活方

式的民主对于外在的作为政治形式的民主而言是必不

可少的。而且，它的内涵和性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每一代人根据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需求来改造它。

杜威一贯坚持根据变动的社会现实来分析作为生活方

式的民主。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民主已不适应工业

化时代的发展要求，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

系。在《自由主义与社会行为》中，杜威批判早期自

由主义把社会安排和社会制度视为个体的内部构成和

成长的外部限制，指出民主问题成为社会组织的形式

的问题。只有通过代表社会利益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

才能实现个人潜能。基于对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和苏联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历程的认识，杜威重新解释民主

概念。他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形

式民主，“它是一个民主主义前途的问题，是一个在大

多数人处于经济不安全情境中并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

意志，至少是依赖于雇主所安排的条件的这种情境中，

民主主义如何能获得安全的问题”[3](31)。也就是说，

公众受到少数特权阶级的操控，不能自由地、独立地

参与社会事务。杜威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由认

可转向后来的否定。于是，他主张结合联合化的时代

特征来重新思考个人如何在共同体中通过交往、探究

等方式寻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个如此迅速地成为

联合的社会中，有必要用联合的思维来考虑现实情况

和设计社会利益中的政策。只有到那个时候，代表社

会利益的有组织的行动才能成为现实。”[4](90)民主是化

解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一剂良方。“民主是一种自由生

活和充实共享的名字。当自由的社会探究持久地致力

于完整的和动人的交往的艺术时，民主将会达到其圆

满状态。”[5](184)杜威还于 1896 年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实

验学校，实践其民主理念。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他

运用科学方法探究改善社会现实的进程，渐进式地朝

民主共同体这一道德理想迈进。“历史的社会进步或 

文明的衡量尺度是合作的理智的方法取代野蛮冲突的

方法的程度。”[6]杜威反对采用暴力手段或激进革命的

方式来实现以民主作为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理想。 

哈贝马斯则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考

究来建构其商议民主理论。在他看来，随着生活世界

被系统“殖民化”，区别于公共权力领域的政治的公共

领域受制于系统的导控媒介(金钱和权力)的支配，逐

渐丧失其合法化功能。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经济

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工具理

性日益膨胀并驾驭交往理性，使得生活世界与系统的

相互交换关系无法续存，生活世界的再生产随之无法

正常进行，作为生活世界之建制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领

域的批判功能日渐萎缩。于是，哈贝马斯把商议民主

嵌入生活世界这个现实场域中，关注正式的政治意志

形成过程和非正式的政治意见形成过程与公共领域之

中交往之流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非正式

的民主商谈的价值与意义。“商议性政治与一个呼应这

种政治的合理化生活世界情境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这既适合于建制化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形式程

序所支配的政治,也适合于仅仅非正式地发生于公共

领域网络文化之中的政治。”[7](375)在分析资本主义危

机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主体间的交往和商

谈以及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他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

度内的改良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资

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 

(二) 理想目标：以“交往”为特质的民主共同体 

对杜威而言，“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所具有的才能

的信赖,是对人的理智和对集中的合作性经验之力量

的信赖”[8]。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理智的人类生

活，联合的政治生活是其核心。杜威深信，人们在一

定的情境之下会运用其聪明才智和各种能力，通过联

合行为以合作的方式不断地探究、追求共同善，在社

会合作中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在《公众及其问题》

中，杜威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充分民主形式提供了一个

简洁的标准，他强调联合的活动是一个共同体形成的

条件之一 。“大共同体”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理想。

杜威从联合行为这一时代特质出发，指出处于社会关

系之中的个人在共同体生活中践行其自由。公众围绕

共同利益平等而自由地沟通与交流，民主就是共同体

生活本身。民主共同体的实现必须借助教育这个首要

手段来形塑人们的观念和习惯。教育是一种持续的经

验再构，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理智能力、培育和提升社

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能力，进而实现有效沟通的最重

要的手段。这意味着教育为个人在与其同伴的和谐关

系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提供了平等机会。让人学会

学习，获得在一种联合生活中生存的能力，获得一种

审查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制度所需的批判能力。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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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教育》中，杜威着重阐述了作为发展的教育与民

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杜威把民主视为个人与社会的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个道德概念，为

个人行为提供一种道德标准，“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

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3](34)。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也是一种理想。作为一种理想，民主是或可能成为一

种深刻的信念，把人们汇聚在一起，引导人们的行为

并使之更有意义。杜威虽没有明确提出参与和协商民

主这些术语，但其论著的字里行间无不彰显他对人际

交往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关注，我们能切实感受到杜威

实用主义思想中孕育的民主精神。杜威理想的民主社

会形式就是“大共同体”。“民主的思想是共同体生活

本身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不是一个事实，永

远都不会。”[5](142)杜威致力于寻求现行的资本主义社

会即“大社会”转变为“大共同体”的条件。依据时代

特征，个人联合成“公众”，这是民主共同体形成的基

本的社会主体力量。交往是公众以联合方式寻求共同

利益的关键，交往过程就是公众自觉体认彼此需要、

相互尊重和寻求合作的过程。民主将社会冲突指引到

公开场合使之得以表达并公开讨论。对民主的信任，

就是对运用公民的理智集体解决社会冲突的信任。针

对具体的人的问题，正视社会冲突和冲突双方的特殊

要求，尊重他人的尊严和自由抉择，通过不断地相互

沟通和彼此宽容，合作式地自由探究和检验具体的解

决方案，或达成必要的妥协，寻求大共同体中的共同

利益。对杜威而言，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共同探究

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过程比问题本身的解决更为重

要。“直到大社会转变为一个大共同体为止，公众将仍

旧处于湮没之中。交往能够单独创造一个大共同体。

我们的通天塔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符号和标志，

没有它，共享的经验是不可能的。”[5](142)杜威认识到，

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语言的外在的或技术的形式(如

报纸、广播等)本身并不确保交往的发生。因此，他强

调，只有当语言以一种关涉共享的符号、标志和意义

的方式被使用时，交往才会发生。他认为，当时的美

国是一个“大社会”，即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人们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它还不是一个“大共同体”，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民主的，并没有

共享的意义，公众也不能自由地参与社会事务。交往

是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习惯是人类行动的主要动因，

有效地交往对于主体理性地审视习惯的约束从而理智

地判断和选择而言至关重要。个人联合行动和集体智

慧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

主内化为自觉的生活习惯，理想的民主共同体是释放

人性潜能的重要场所，也是实现共同善的场所。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宣称主体应具备相应的言

语能力和行为能力，探究如何使个体的潜在的交往资

质借助日常的言语行为得以展现出来，使主体间的理

性交往成为可能。“理想的言说情境”是主体间顺利进

行合理商谈和理性论辩的一个“反事实”的必要假定

条件，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和理性商谈的背景。只有

确保正式的公共领域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主体间的

自由、平等和无强制的交往之流的自由流动，才能借

助源于民主原则的正当之法恢复生活世界对系统的驾

驭。事实上，杜威把交往和意义看作是实现民主生活

的条件，对自由民主给予了一种交往的解释，把人类

交往与民主联系起来。哈贝马斯把“理想的言说情境”

作为一个使民主生活成为可能的基础，把语言作为交

往的媒介，用交往的术语来发展一种民主的阐释，这

两种方式之间有区别，也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哈贝马

斯突显以语言为媒介的自由交往对于民主的根本性作

用，强调理智或交往资质的重要性，把技术知识领域

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视为社会发展

的动力机制。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在无法解决冲突

时，妥协或包容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哈贝马斯商议

民主思想中有着浓郁的杜威实用主义民主观的气息。

民主就是主体间借助自由、平等和无强制的商谈寻求

合理共识的社会生活方式。 

上述分析无疑彰显了哈贝马斯商议民主与杜威实

用主义民主观之间的亲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哈贝

马斯还通过考究杜威实用主义模式在科学与民主(或

科学与公众舆论)问题上存在的缺失，尝试进一步丰富

与发展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观。 

 

二、哈贝马斯对杜威实用主义 
民主观的丰富与发展 

 

杜威展示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的联盟，将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实验方法、探究

方式等研究进路运用于其政治哲学中。杜威更为关注

的是，在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的“联合的生活”

的经验，因此，他并没有严格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

域。在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时，

也折射了他对公私领域问题的看法。民主不仅是一种

公共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影响人类联合的所有模式的

理想。个人以共同体中的公民身份活跃在集体生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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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之中，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发展自我，以群

体合作的方式汇聚成公众来谋求共同体生活的共同利

益。在理想的民主共同体中，“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

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9]。为了确保自由的实现

和捍卫共同利益，杜威认为，有必要借助政府和国家

的力量对当时盛行的垄断资本予以调控。在杜威这里，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分不开的。为了实现作为生活

方式的民主理想，杜威不仅强调正式的或官方的机构

公开讨论的必要性，也强调民间的私人组织自下而上

地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的重要

作用。自由的交往对于民主而言有着基础性作用，而

且，这是一个不断探究的过程。杜威“把民主进程视

为一种探究程序，在这种探究程序中，我们寻求政策、

法律和管理技术，这些将允许我们以一种我们发现富

有成效的和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持续一种共同生      

活”[10](313)。杜威还就民主怎样在美国运行提出了具体

的建议，他区分了科学的探究和公众的探究，科学与

民主通过公共领域关联起来。哈贝马斯通过分析杜威

实用主义模式在科学与民主(或科学与公众舆论)问题

上的缺失，更为宽泛地区分了科学类型、认知旨趣和

商谈类别，进而更加深入地阐述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哈贝马斯明确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

域，阐释科学与民主如何通过公共领域关联起来，非

正式的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中的功用在其政治哲学中

更加明朗。 

(一) 批判分析中更为显性地展示民主与科学的

关系 

早在《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一书中，哈贝马斯

就指出，在专家意见和政治实践的关系的实用主义模

式中，专家与政治家的功能之间的严格区分被一种关

键的互动所取代。通过这种相互沟通，专家建议决策

制定者和政治家依照实际的需要与科学家商议。哈贝

马斯认为，专家和政治决策机构间的这种交往“必然

根植于社会利益和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世界的价值取

向中”[11](68)，即这种交往建立在一种前理解的基础之

上。对哈贝马斯而言，主体间开展以语言为媒介的交

往活动时，必须满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

当性这些有效性要求。当交往受阻时，便需进入商谈

环节。只有在“理想的言说情境”之下，才能达成合

理共识。交往行动与商谈离不开生活世界这一背景。

但是，杜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应该学习自然科学的方

法。于是，哈贝马斯结合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指责“科学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在实用主义思

想的传统中从来没有显性化。对于杜威而言，技术和

策略的生产与利益团体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相互引导和

启蒙的关系似乎是自明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在一

个常识的毫无疑问的视野中和一个不复杂的公共领域

之中能够得以实现”[11](69)。哈贝马斯声称，除了关注

专家和政治决策机构之间的交往外，还应将实际问题

纳入公众的讨论范围，主张“只有借助普遍交往的理

想化条件延伸至整个公共场所并且摆脱统治，政治的

科学化进程才能得到保障”[11](75)。交往的主体范围并

不排除专家之外的普通公民，而是允许他们运用日常

语言，针对普遍关心的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在非正式

的公共领域之中展开商谈。诚然，杜威没有认识到“一

个开化的公共领域不能仅仅产生于对于自然科     

学——其目标是对于客观事态的控制——的运用和教    

育”[12](41)。哈贝马斯区分了实用问题、伦理-政治问题

与道德问题，划分了理论商谈与实践商谈，指出经验

—分析的科学进路、历史−诠释的科学进路和批判的

社会科学进路分别对应技术的认知旨趣、实践的认知

旨趣、解放的认知旨趣，试图更为显性地展示科学与

民主的关系。 

(二) 更加突显民主的实践场域之功用 

哈贝马斯将其商议民主理论建立在其交往行为理

论和商谈伦理学的基础之上，设计了正式的政治意志

形成过程和非正式的自主公共领域意见形成过程的

“双轨制”商谈政治模式。他遵循从“边缘”到“中

心”的双轨制路径，审视正式的公共领域与非正式的

公共领域在商议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中的功

用。“科学和民主作为理论商谈形式和实践商谈形式，

是同一个过程——交往合理化或生活世界合理化——

的结果”[12](39)。哈贝马斯集中阐释了根植于生活世界

的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他强调运用

较好的论据进行论证的过程，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论辩

和合理商谈是商议民主的核心。作为交往和商谈背景

的生活世界由社会、文化和个性构成，分为私人领域

与公共领域，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有着相互交换的

关系。私人领域是个人自由活动的私密空间，公共领

域是主体间运用公共理性参与和商讨公共事务的领

地。公共领域通过市民社会这一基础使其交往结构根

植于生活世界之中，商议民主也就根植于非正式的自

主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公共舆论与建制化商议过程的共

同作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化

危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著作中，考察了作为商

议民主实践场域的公共领域的功能，分析了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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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系统入侵生活世界时日渐萎缩并丧失其批判功

能，并基于“双轨制”模式探析如何重建公共领域。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指出，主体

间的社会交往不是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基础之上进行

的，平等“是‘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

上，论证权威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

的权威”[13]。哈贝马斯考察了沙龙、俱乐部、咖啡馆

等公共活动场域怎样为公众的平等参与和自由讨论公

共事务创造便利条件，充分肯定重农论者从资产阶级

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公共舆论那里寻求法律的正当性来

源。哈贝马斯关注生活世界的“去殖民化”问题。因

此，如何重建政治的公共领域，分析有效的规范和正

确的政治抉择从何而来，也就成为哈贝马斯在《在事

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试图解决的核心论题。哈贝马

斯区分了正式的公共领域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其商

议民主试图在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间寻求

理论生长点。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制度

只需保证个人主体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对于共和主义

意义上的民主而言，政府不仅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权

利，还应保证公民能够通过讨论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参

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就共同善寻求合理共识。哈贝马

斯认为，权利根源于相互承认形式的关系，交往权力

与法律、交往权力与政治有着构成性关系。法律的正

当性源于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中的合理的公共意见和

意志形成的实现。哈贝马斯的商议政治形成了基本权

利和一种程序民主的主体间性阐释。商议性政治的成

功“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

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

共同作用”[7](371)。合理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历经实用

商谈、在程序上受到调节的谈判、伦理−政治商谈、

道德商谈和法律商谈。民主不仅意味着实现共同善，

也意味着寻求利益上的妥协和讨价还价。公民在非正

式的自主公共领域发现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并使之

议题化，形成公共舆论进而传递到政治系统。正式的

有组织的议会机构对这些公共舆论予以甄别和筛选，

使之上升为政治意志。哈贝马斯认识到，须由那些经

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从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来肩负面

对面的商议的重任。这样一来，交往权力是主体间性

的实践商谈的一种重叠和相互交织的产物，是在立法

过程中的一种合理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的实现，正

当之法来自交往权力，交往权力通过正当之法转变为

行政权力，借助根植于公共领域的正当之法调控系统

的运作。 

概言之，哈贝马斯在探究杜威实用主义模式中的

民主与科学关系的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挖掘公共领

域这一实践场域对商议民主的功用，丰富和拓展了杜

威的实用主义民主观。 

 

三、杜威与哈贝马斯民主观遭到的 
主要挑战及其反思 

 

通过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民主观，我们看到，他

“并不是一种浪漫的民主的支持者，也不是一个棘手

的现实主义者”[14]。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人们真

正有兴趣关心合作的民主共同体中的社会问题吗？我

们是否足够精明或足够善，以至能成功地从事合作的

社会探究？这些涉及合作的社会探究与共享的理智、

人性及共同善的关系问题。众多学者就杜威对民主与

人性的认识提出了质疑，包括：“杜威过度依赖于人性

与民主之间的一种预先存在的协调”[10](349)，“杜威哲

学的弱点在于它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和最终对理性的信

任”[15](109)，“对自我和人性缺乏一种更为深入的理解，

对人类条件缺乏一种‘悲剧意识’(tragic sense)，没有

认识到个人挫折和苦恼的最终来源根植于人在现代世

界中的宗教异化，而且仅通过社会行动不能得以解决，

需要宗教信仰”[16]，等等。然而，面对公民无知、冷

漠和自私的指责，杜威认为，有组织的公众可以是非

常聪明的，他们的积极性会很高，也会关心其他人的

苦楚，会把民主进程视为一个潜在的双赢情境，而不

是一个零和博弈[17]。教育是积极的社会重建的关键。

但杜威认为，建立在启示和教条基础之上的超自然现

象或宗教把人类与真实的世界隔开了，这样也就剥夺

了人通过自然能力的发展达到自我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15](102)。这也是杜威在论述教育与民主关系时容易遭到

批判的原因所在。杜威的实用主义立场决定他无意详

实地论述理想的民主共同体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只是

通过论述“大社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变为“大共

同体”来表达他对理想的民主共同体的憧憬。此外，

一些学者主张，杜威和哈贝马斯的政治方法都是一种

“弱”的或“与政治无关的”方法，它无视权势群体

能够作为一个垄断联盟来控制意见形成或作为在权

力、价值、意见、认知和资源斗争中享有特权的玩    

家[18]。杜威也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是一个资

产阶级的男仆，是世界的美国化的一个辩护者”[10](345)。

事实上，杜威把民主与个人参与他们生活的自我管理

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种可能性不仅受政治制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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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受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影响。民主指涉如

何克服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自我管理的影响。在杜威意

义上的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个体被激励着为了共同体

成员的利益而进行合作，被激励着采用非暴力的手段

解决社会合作的障碍。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商议政治把正式的有组织的

政治体系拓展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交往网络即“公共领

域”中。“弱公共圈”肩负识别、解释和表达社会问题

的主要责任。学界针对哈贝马斯的“强公共圈”与“弱

公共圈”，提出了民主化的范围和限度的质疑。首先，

鉴于哈贝马斯在讨论中经常采用隐喻的形式，用何种

建议来调节“强公共圈”与“弱公共圈”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并未明确说出。哈贝马斯“在正式的商谈机

制与非正式的商谈机制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转化的制

度设计”[19](6)。其次，质疑哈贝马斯信赖的程序的合

理化效果是否有根据？因为哈贝马斯把“弱公共圈”

描述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无限制的。这样一来，

至少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即商议程序是否足以产生一

个合理的公共意见？诚然，商议政治依赖于一个合理

的生活世界，包括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相应的公民

德性和一个正义而合作的社会基础。我们不可避免地

要思考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仅限于关注制度化设计和

商议程序，这是否有一个适当的基础用于处理这些悖

论？[20](147−148)因此，围绕自由德性和制度设计的问题，

哈贝马斯激进民主的抽象的和高度程序化的特征也就

意味着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他没有从改造公共领域

之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入手来

讨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21]，致使其重建方案最终落

空。此外，一些学者如唐纳德·穆恩(Donald Moon)

和艾利斯·杨(Iris Young)就指出，在文化多元的社会

中，哈贝马斯把共识作为一个目标，这不仅是不切实

际的，也是不合理的。当哈贝马斯主张就共同善或正

义寻求共识，并将其作为商议的核心时，这并不意味

着政治合法性需要或取决于一种事实上的共识或一

致，而是指在一些要求的条件被满足时，理想的共识

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寻求共识基本上只是

作为“一个调控的理念”[20](168−169)在起作用。在实际

中，它只能被近似地实现。 

总之，杜威和哈贝马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各自的理论主张，并提出实现其

民主理想的方案，他们的民主是孕育着希望的乌托邦。

诚如童世骏教授所言，像哈贝马斯的“理想的言语情

境”或“交往合理性”一样，杜威意义上的民主同时

是人类生活的“ 构成性原则” 和“ 范导性原则”。

如何利用特定的西方语境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合理成

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是有待

继续探究的论题。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意识是他们的民主理论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我们

可以发现，除了分析交往与民主共同体、交往与语言

的关系外，当杜威探寻在什么条件下共同体被组织为

公众时，他通过分析社会有机体理论，阐释了教育是

实现民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培育公民的科学态

度和科学方法，这是民主共同体中的公民必备的素质。

民主的未来与科学态度的传播息息相关，“科学态度是

实验的，也是内在地交往的”[4](156)。态度和性情构成

主要的思维习惯和性格，教育的目标在于民主态度、

思想习惯、性情和能力的形成。杜威把这项研究视为

一种理智的研究，强调通过教育扩大合作的社会视域

的可能性。“造就具有公民资格的公众，就成为商谈民

主实践中的主要难题。”[19](171)，这是哈贝马斯在论述

交往资质时所欠缺的，因此，杜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哈贝马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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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ing the democratic lif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wey’s and Habermas’ democratic views 

 

XIAO Xiaof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wey’s democratic theory lie in that he regards democracy as a way of life, as he 

believes that “great community” is the democratic ideal as a way of life. Habermas,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practice, focuses on illustrating the mutual relation betwe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ommunicative power, as well as the rule of law. Safeguarding the democratic life is the common 

interest of Dewey’s and Habermas’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us, there exist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wey’s 

pragmatic democracy and Habermas’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at Habermas expands Dewey’s theories to some 

extent. Reflecting critically on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with which Dewey’s and Habermas’s democratic theories are 

faced offer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establish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est community and destin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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